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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中国自然保护区建设的主要目的是抢救性保护生物多样性及生态系统，最初设计可能并没有过多考虑

周边农户福祉。本文通过陕西、云南以及黑龙江三省七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的１１０６份有效调查农户数

据，以联合国千年生态系统评估提出的人类福祉框架为基础，构建了中国自然保护周边社区农户福祉指标体系并

给予量化。在文献综述基础上，本文提出了７个假设。为了检验假设的真伪，本文应用结构方程模型（ＳＥＭ）拟合

了环境依赖、农户总福祉以及保护行为之间的逻辑关系，同时应用方差分析检验了不同组别（保护区内外组和不同

收入组）农户总福祉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保护区农户总福祉得分为３．６６，其中物质福祉得分为４．１４，安全福祉

得分为４．３８，健康福祉得分为４．０８，社会关系福祉得分为３．６６，选择和行动自由福祉得分为２．０４。对于保护区周

边社区的农户来讲，“环境收入”对 “农户总福祉”的直接影响系数为０．５６１，且显著正相关；“环境收入”对“保护行

为”的总影响系数为０．５９４，且显著正相关；“农户总福祉”对“保护行为”的直接影响路径系数为０．７２１，且显著正相

关。与保护区内的农户家庭相比，保护区外的农户环境收入和农户总福祉更高，且在１％水平上显著。与总收入较

低的农户相比，总收入较高的农户总福祉更高，但环境依赖度较低，二者均在１％水平上显著。本文得出几点启示：

一是要持续完善保护区周边社区基础设施建设；二是要针对不同群体农户，积极开展可持续生计项目，增加其环境

收入；三是要积极探索并落实保护区野生动物肇事补偿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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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１２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以视频方式出席《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
会领导人峰会并发表主旨讲话时指出，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
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保护面积达２３万平方公里，涵盖近３０％的陆域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
种类。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逐步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自然保护区为基础，各类自然公园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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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稳步推进自然保护地体制改革。自然保护区被认为是阻止生态环境退
化和物种丧失的重要基石（Ａｄａｍ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保护政策的目标应是建设健康稳定高效的自然
生态系统，维护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Ａｄｈｉｋａｒ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４）。然而，自然保护区限制了原住民家
庭（保护区周边社区农户①）对原有自然资源的利用，甚至会因为 “后建”而改变他们原本的生活习
惯以及生计方式（Ｍａｓｕｄ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这样一来，就会产生保护与发展的矛盾问题，特别是原住
民家庭福祉问题，即会产生保护区管理机构、周边社区及当地政府之间的利益冲突。自然保护区
建设的主要目的是抢救性保护自然资源及生态系统，最初设计可能并没有过多考虑周边农户福
祉②（王昌海，２０１７）。例如，保护区内社区基础设施建设与保护政策冲突问题、野生动物损害农作
物与经济补偿问题，保护区内自然资源开发与利益分配问题等。因此，有研究指出，建设保护区后
的利益冲突会直接导致农户福祉降低（Ｗａｌｅｌｉｇ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人们日益关切的是，建立保护区限
制自然资源使用可能会减少周边农户的家庭收入，与经济发展以及减贫目标相冲突（Ｋｉｆｌｅ　＆
Ｂｅｋｅｌｅ，２０２０）。那么如何实现自然保护区资源管理与社区农户生计发展，已经成为政府部门、非政
府组织以及学术界积极探讨的热门话题（Ｍａｓｕｄ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１），本文认为在实现保护区管理目标的
同时，提升农户福祉具有时代性的现实意义。

保护区建设通过对人类活动施加限制来保护野生动植物及其自然生态环境，那么家庭收入较
为单一的保护区周边社区农户，长期以来就以“贫困”为代名词，生计被迫发生变化（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９），由此会产生资源利用与保护的矛盾冲突。众多学者从理论和实证方面研究了可持续农户
生计（Ｓｅｎｅ　Ｈａｒｐ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在自然保护区运行的过程中，初期是政府部门以及自然保护区管
理部门均采取了一定的干预措施来抵消自然保护区建立对农户经济负面的影响（Ａｔｍｉｓ，２０１８）。
后期是为了提升农户福祉，特别是保护区内农户的福祉，以达到与社会同步发展的机会（Ｌ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１）。自然保护区建设对周边社区农户家庭经济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家庭资产、劳动力比例以及
个人受教育背景、健康状况等因素，农户选择生计策略是不同的，少部分年龄较大的家庭成员继续
留守务农，大部分年轻家庭成员会选择外出务工。经验实践认为保护区建立后会减少家庭收入，
原因是限制了资源的变现，但也有学者指出，保护区建立后改变了家庭收入结构，新的收入形式一
定程度上并没有减少家庭总收入（Ｃｈａｒｌｅｒｙ　＆ Ｗａｌｅｌｉｇｎ，２０１５）。在发展中国家以及低收入国家，
农户家庭生计大部分依赖保护区内环境产品③（Ｂｉｅｒｋａｍｐ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Ｌｏｎ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

Ｔｈｏｎｄｈｌａｎａ　＆ Ｍｕｃｈａｐｏｎｄｗａ，２０１４）。因此，有研究表明（Ｈａｓｓａ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Ｗａｌｅｌｉｇ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增加保护区周边社区的环境收入和改善农户福祉，有助于自然保护区管理目标的实现，这
也是缓解社区与保护区矛盾的有效措施。因此，围绕着保护区周边社区环境收入和如何改善农户
福祉，学者们展开了大量研究。

环境收入④主要研究供给服务带来的收入，即直接利用生态系统内环境产品收入、以自然资源
为基础的活动收入以及生态补偿收入（Ａｎｇｅｌｓｅ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Ｓｊａａｓｔａｄ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５）。Ａｎｇｅｌｓｅ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通过全球２４个发展中国家约８０００份农户样本数据对家庭环境收入作了比较分析。环
境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２８％ ，低收入家庭的环境收入份额较高，穷人更多地依赖木材燃料和野生
食品等维持生计的产品。Ｔｈｏｎｄｈｌａｎ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通过南非邻近卡拉加迪特边境帕金森州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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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所选取的样本农户均为长期居住保护区周边社区的农户，剔除常年在外打工等农户样本。即：家庭
收入中不包含常年在外打工的收入，但包括至少６个月以上居住保护区周边社区的农户打工的收入。

福祉代表着幸福、利益、福利。它也代表美满祥和的生活环境、稳定安全的社会环境、宽松开放的政治环境
（Ｗａｌｌａｃ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

环境产品是从非耕地生态环境中收获的，包括森林、草地、湿地以及荒地，包括木材、灌木、药用植物和野生
食品等产品（ＭＥＡ，２００３）。

环境收入：根据经典文献（Ａｎｇｅｌｓｅ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Ｓｊａａｓｔａｄ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５），本研究环境收入界定为保护区内
采集产品的售卖收入或者价值，旅游服务业收入以及补偿类收入。



户居民的调查，考察了他们对环境资源的依赖程度及其对家庭福利的影响。结果显示，在没有环
境收入的情况下，贫困和贫困发生率分别增加了１３％ 和７％ 。基尼系数分析显示，如果排除环境
收入，所有家庭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将增加６个百分点。研究结果表明，环境相对收入对穷人和富
人都很重要，即环境依赖度①。传统观点认为随着总收入的增加，家庭倾向于减少对环境的依赖
（Ｓｈａｃｋｌｅｔｏｎ　＆Ｓｈａｃｋｌｅｔｏｎ，２００６）。尽管经验和数据证明了传统观点，但也有一些研究表明环境资
源使用和收入之间的非线性关系。例如，Ｎａｒａｉ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发现了一个 Ｕ型关系———环境收入
的依赖性随收入的增加先减少后增加。但在保护区社区经济评估中，环境收入对家庭的经济贡献
仍然很少被考虑。Ｃｏｏｍｅ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４）在拉丁美洲进行的一项类似研究表明，环境资源贡献了家
庭总收入的２０％ 左右。环境收入对减轻贫困和收入平等的影响是环境－家庭福利关系中特别重
要的因素（Ｎａｒａｉ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有研究认为，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区域建立保护区，富裕家庭的绝
对收入可以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但穷人最依赖环境资源，因此在面临资源限制利用的情况下，他们
生计最容易受到负面影响（Ｃａｖｅｎｄｉｓｈ，２０００）。一些证据表明，全球大多数贫穷的人口主要参与和
习惯于环境资源的使用，这可能使贫穷永久化（Ｐａｔｔａｎａｙａｋ　＆Ｓｉｌｓ，２００１），因此，当地政府必须在
保护区建立后，对原住民，特别是贫困家庭的原住民进行生计干预，否则直接加剧贫富差距和保护
冲突。增加环境收入最直接的干预措施是发展生计替代项目，主要包括利用保护区周边自然资源
种植养殖业、发展旅游服务业等（Ｙｅｒｇｅａｕ，２０２０）。但此类干预措施受教育水平、技能、年龄、家庭
背景、地理位置等因素的限制，项目可持续性不稳定。有研究表明（Ｐｏｕ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大量生计替
代项目都是在资助结束后才开始失败的。这是因为他们没有支持超过试点阶段，其后，没有足够
的收入来维持运行成本。因此，Ｗａｒｄ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认为替代项目要改进生计干预措施的针对性和
有效性设计，同时确保项目能够实现为社区农户提供替代办法、增加福祉和改善生物多样性保护
的目标。

对保护区周边生活的农户来讲，提升其福祉是被学术界研究认可的，且是政府部门一直在探
索的一项任务。然而学术界没有形成较为统一的“福祉”概念。福祉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难以
界定和衡量，它反映了对人类需求的满足和相关生活质量（Ｄａｗｓｏｎ　＆ Ｍａｒｔｉｎ，２０１５）。对于农户
福祉的研究也是既有定性研究也有定量研究。自然保护区建设对农户福祉的影响，它反映在保护
区建成后产生的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多方面的综合影响。一部分学者用农户可持续生计框架
定量分析了保护地周边生计资产的变化，包括农户跟踪数据对比分析，也有保护区内外农户对比
数据分析。Ｒｅｙｅｓ－Ｇａｒｃí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探讨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变化与人类主观福祉的关系，结果
显示生态系统服务与农户生活主观满意度成正相关（Ｒｅｙｅｓ－Ｇａｒｃí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Ｎａｉｄｏｏ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９）认为，不同区域生态系统的保护措施在不同尺度上会对不同群体产生福祉效应。虽然普通
居民会认识到保护区周边农户保护行为②会对保护效果产生影响，但居民对保护区内环境资源对
当地家庭收入和福祉的经济重要性的认识有限，这阻碍了有效保护政策的制定和执行（Ｑｉａ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最贫穷者对环境收入的依赖程度很高，自然资源依赖与福祉之间存在负面关系，靠近
保护区的家庭对资源的依赖程度较高，福祉较低（Ｔｏｒｒｅ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联合国千年生态系统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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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依赖度被定义为环境收入在家庭总收入中的比例，它反映了环境收入相对重要性（Ａｎｇｅｌｓｅ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

保护行为：农业污染，特别是集约经营的农田污染是造成水体富营养化的主要原因（Ｒｏｓｏｌｅ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自然保护地周边农业的扩张和集约化导致非点源污染的增加被认为对动植物和人类健康释放有毒的化
学物质（Ｕｗｉｍａｎ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例如，保护区周边农业过多的使用农药和化肥会使保护区土壤质量下降，土地
生产的农产品经济效益低，对生态环境影响较大，成为保护区周边社区种植业现状（Ｂｒａｄｌｅｙ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与
此同时，农业生产使用的农药、塑料薄膜等会造成保护区内野生动物误食，严重的会导致其死亡（Ｒｕｉｚ－Ｓｕáｒｅｚ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因此，本研究把保护行为定义为，农业生产减少农药化肥施用量以及及时保护野生动植物资源的行
为。



报告为理解生态系统服务与人类福祉之间的关系制定了一个概念框架，包括五个组成部分：“美好
生活的物质基础”“安全”“健康”“良好的社会关系”“选择和行动自由”（ＭＥＡ，２００３）。Ｙ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在此基础上，根据对每个组成部分的满意度的自我评价以及人类对生态系统服务的依赖指
数，制定人类福祉指数。根据现有研究，环境产品对生活在保护区及其周围的农户家庭的经济重
要性的量化研究很少，少有研究将自然保护区农户生计相关的环境收入、农户福祉与保护行为结
合起来分析。

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为本文进一步研究环境收入、农户福祉与保护行为之间的关系奠定了学
术基础。不难发现，在自然保护区建设与管理的过程中，由于我国体制机制以及经济发展的原因，
社区农户是一直不可回避的群体，离开社区谈自然保护区的建设与管理没有现实意义。建立以国
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是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举措，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
重大改革任务①。它为新时代科学把握、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提供了基本遵循。中国自然保护
建设走过了６０多年的历程，时至今日，已经形成了较为系统的自然保护地网络。然而在自然保护
区建设与管理过程中，也遇到了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建立社区有效的管理机制，其目的在于通
过帮助社区合理地使用资源来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最终目的。截止２０２１年７月，我国脱贫攻坚
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９８９９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８３２个贫困县全部摘帽，１２．８万
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②。接下来我国开始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以及大力推
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最后“一公里”在哪里？应该聚焦在深度生态脆弱的保护地区，生活在保护
区周边的社区，特别是保护区里面的低收入农户家庭。新时代中国自然保护事业的发展，不管是
保护区管理机构还是当地政府，在保证国家生态安全的基础上，都必须把保护区周边农户的生活
福祉放在首要位置。那么如何评价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的农户福祉，环境收入与福祉有什么样的
关系？本文以保护区周边社区农户福祉为出发点，拟通过定性与定量研究，基于生态系统服务功
能，建立保护区周边社区农户福祉评估指标体系以及评估方法，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环境收入、
农户福祉与保护行为之间的关系，为我国国家公园试点工作的顺利开展以及自然保护地管理体制
改革提供科学依据。本文研究目标主要有三个：一是设计中国自然保护区周边农户福祉指标体系
及量化分值标准；二是对比分析不同组别，自然保护区内外组以及收入高中低组福祉的差异；三是
利用中国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经验数据佐证国内外相关研究的结论，即验证７个假设。本文余下
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研究假设、研究设计与研究方法；第三部分是数据统计与模型评估；第
四部分是实证结果分析；第五部分是结论与政策启示。

二、研究假设、研究设计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假设

１．假设１：对于保护区周边社区的农户来讲，环境收入与农户总福祉成显著正相关（Ｐ＜０．１０）。
生物多样性保护，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采取的是就地保护措施（Ｓｈｅ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很

多贫困社区就处在就地保护的自然保护区内，它也直接限制了原住居民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有
文献指出，保护与发展的矛盾，焦点集中在农户与政府、保护区管理部门三者之间（Ｐｏｕ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由于采用较为妥当的保护措施，自然保护区基本功能得到社会及国际保护组织的高度
认可。然而，自然保护区的社会功能还不尽如人意，很多保护区内的社区依然是“贫困”的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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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ＥＢ／ＯＬ］．ｈｔ－
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ｚｈｅｎｇｃｅ／２０１９－０６／２６／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４０３４９７．ｈｔｍ．

习近平同志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ｓ：／／ｔｈｅｏｒｙ．ｇｍｗ．ｃｎ／２０２１－１２／０２／ｃｏｎ－
ｔｅｎｔ＿３５３５４１４８．ｈｔｍ．



词，农户福祉较低。生活在保护区外的农户，与国家层面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区域政策制度的惠
及，生计方式较为多样，与保护内的原住民相比，福祉较高。有研究指出，增加环境收入的有效
方式是给予农户可持续的替代生计项目。替代生计成为保护区周边社区生计的唯一路径选择
（Ｎｉｅｌｓｅ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然而由于受教育水平、技能、年龄、家庭背景的限制因素，农户对保护区周
边自然资源的依赖依然不能摆脱。替代生计方案往往用于自然资源丰裕的保护区，作为奖励、
补偿丧失的机会或作为减贫的干预战略（Ｌｏｎ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地方政府通过技能培训，为保护
区周边社区农户找到合适的替代项目并付诸实施，增加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经营活动的收入，农
户积极参与替代生计项目，可增加环境收入。替代生计项目带来环境收入可持续增加，可以提
高农户在物质生活改善、健康状况、住房质量等方面的福祉提升。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１。有
研究认为保护区外社区环境收入将近一半影响归因于旅游业的发展（Ｓｍｉｔｈ，２０１７）。此外，环境
收入来源，如生态系统服务付费、生态工程补偿，有可能为当地原住民创造更多替代收入，也就
是说，与保护区内的社区相比，保护区外社区对环境收入的依赖程度同样重要。Ｙｕ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０）认为保护区周边农户开展以旅游业为主的生计活动，创造的环境收入具有改善人口福祉
的潜力。保护区周边高收入的家庭，更多的收入来源是务工或者其他非环境类生计项目，比如
开小商店以及加工业等。环境收入对于高收入家庭的贡献是比较少的。在假设１基础上，本文
提出假设２－假设５：

假设２：与保护区内的农户家庭相比，保护区外的农户环境收入更高（Ｐ＜０．１０）。
假设３：与保护区内的农户家庭相比，保护区外的农户总福祉更高（Ｐ＜０．１０）。
假设４：家庭总收入高的农户，其总福祉越高（Ｐ＜０．１０）。
假设５：家庭总收入高的农户，环境依赖度低（Ｐ＜０．１０）。

２．假设６：对于保护区周边社区的农户来讲，环境收入与保护行为成正相关（Ｐ＜０．１０）。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自然保护区周边农业生产对保护区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越来越显著

（Ｒｏｓｏｌｅ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例如，由于区域位置、生产技术等条件限制，农业耕作粗放，特别是种植业
多依赖于对区内土地资源的掠夺式开发，这样一来，追求经济效益优先的农户，在粮食生产土地上
实施尽可能多的化肥和农药，才能确保其产量。农业生产对保护区生态环境体现在多方面，比如
湿地保护区水体富营养化等。因此，本文把保护行为定义为，农业生产减少农药化肥施用量以及
及时保护野生动植物资源的行为。让农户获取更多的环境收入，有利于提升其保护行为。环境收
入主要来自环境产品收入、生态补偿收入以及旅游业收入等。因此，保护好与周边社区生产生活
相关的保护区资源，也是提升环境收入的前提条件，当然，要获取更多的环境产品或者服务，更依
赖于保护行为的提升（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即：环境收入越高，保护行为就越积极（Ｐ＜０．１０），提出
假设６。

３．假设７：对于保护区周边社区的农户来讲，农户总福祉与保护行为成显著正相关（Ｐ＜０．１０）。
农户福祉的提升，是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双提升。生活在保护区周边社区的农户，由于保

护政策的规制，与保护区较远的农村社区相比，在某些福祉方面，会有差别。现有文献认为增加
“行动与自由选择”的福祉，特别是改善保护区内的社区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减少矛盾与冲突
（Ｓａｎｇｈ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矛盾冲突减少会转变周边社区农户的保护态度，进而会从强制保护到主
动参与（Ｈａｓｓａ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基于“环境收入－农户福祉－保护行为”的框架研究体系，本文探
索性地研究农户福祉与保护行为的关系。已有文献，有重点研究保护区周边社区农户福祉的影响
因素（Ｒｏｍａｇｏｓ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也有重点研究保护区周边社区保护行为的影响因素（Ｍａｓｕｄ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但结合二者研究的文献较少，本文延伸了现有文献，在量化农户福祉的基础上，应用结构方
程模型讨论农户福祉的提升是否会提升其保护行为。对于新时代中国自然保护区建设而言，要把
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特别是农户福祉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从生态－社会－经济复合系统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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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问题，最大限度地减少种植业对保护区野生动植物及生态环境的影响，达到双赢的目标，是目
前学术界以及政府部门积极探索的课题。因此本文认为农户福祉越高，参与保护行为就越积极
（Ｐ＜０．１０），提出假设７。

（二）研究设计
本文的理论基础是千年生态系统评估的概念框架和可持续农户生计的理论（ＭＥＡ，２００３；Ｅｌ－

ｌｉｓ，２０００；Ｓｃｏｏｎｅｓ，２０１５）。农户可持续生计主要包括资产、行动以及结果三部分。资产和行动共
同作用到结果。结果主要以食品价值、总收入及总支出来反映。在本文中，我们将重点放在可持
续生计反馈的环境收入的结果上。总收入由三类收入组成：环境收入（供给服务收入）、农业收入
（农产品收入）和其他收入（工资、养老金和亲友赠送等收入）。总支出由四类消费组成：农业生产
性支出、家庭生活性支出、满足精神生活的娱乐性支出以及维持人际关系性支出。生态系统服务
是人们直接或间接从为人类福祉提供的生态系统中获得的好处，包括供给、调节、文化和支持服务
（ＭＥＡ，２００３）。资产是家庭拥有和获得的资本存量，用于创造生活和维持福祉，包含自然、物质、金
融、人力和社会资本五种类别的资本（Ｅｌｌｉｓ，２０００）。社区农户福祉的衡量标准是“美好生活的基础
物质”“安全”“健康”“良好社会关系”“选择与行动自由”，本文中每个方面都使用四至六个指标，这
是本文量化研究的重点。

本文主要研究目的是建立保护区周边社区农户福祉量化指标体系、检验农户福祉影响因素，
特别是与环境收入、保护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而分析改善农户福祉的政策建议。本文设计主要量
化框架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农户福祉设计；另一部分是周边社区收入－支出设计，两部分均采用农
户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取数据。农户问卷分为四部分。

第一，受访者个人基本信息。包括：与户主关系、性别、年龄、民族、宗教信仰、健康状况、教育
程度、婚姻状况、村干部、就业方式等。

第二，家庭基本信息。包括家庭与保护区距离、家庭与集市最近距离、自然资本（耕地、林地）、
人力资本（家庭人口数、劳动力数量、劳动力健康程度、劳动力受教育情况）、物质资本（宅基地面
积、住房结构、生活设备、生产设备、牲畜）、金融资本（家庭收入、支出、储蓄、负债、贷款）、社会资本
（参与村委会组织活动次数、通讯及网络费用、维持人际关系的费用）、家庭生活质量（饮用水来源、
做饭燃料、厕所类型、取暖设备）。这里需要说明一下家庭收入与支出部分的设计。家庭收入分三
部分，一是经营性收入，包括第一产业的农作物种植收入、林业收入、畜牧业收入、渔业收入；第二
产业的收入农产品加工业、建筑业等；第三产业的运输业、餐饮业、旅游业、小超市商业。二是工资
性收入，包括外出务工所得收入、退休金或者企事业、政府部门发的工资。三是其他收入，包括转
移支付收入（资源占用或者野生动物损害补偿）、亲友赠送（红白喜事、赡养老人等）、资产收入（利
息、租金）。家庭支出分三部分，一是经营性支出。这部分与家庭收入部分基本是对应的。二是生
活消费支出。包括食品消费、衣服消费、交通及通讯消费、生病治疗费、家庭教育费（主要是子女上
学花费）。三是生活能源消费支出。包括用煤、气、电、水的消费。四是赠送亲友支出，与收入对
应。需要强调，收入与支出分别包括不同形式的实物所得，折价后记入。

第三，个人对自然保护区建设的认知情况。主要包括家庭在保护区的位置（核心区、缓冲
区、试验区、保护区外）、社区周边保护区的物种、野生动物损害庄稼及伤人伤牲畜情况、生态
旅游发展、社区居住环境、少数民族传统习俗、土地权属及变化、生态移民与生态补偿等。此
外，本问卷涉及了农户保护行为，主要包括两个问题：一是您在保护区周边遇到野生动物受伤
害会不会主动报告林业部门。（１＝不会；２＝会）二是家庭农业生产，您会采取什么行为。
（１＝追求经济效益优先，尽量多施用化肥；２＝追求经济效益优先，正常施用化肥；３＝生态保
护优先，尽量少施用化肥；４＝生态保护优先，尽量多施用绿色化肥；５＝生态保护优先，全部施
用绿色化肥）

—２８—

《上海经济研究》　２０２２年　第３期　



第四，关于保护区周边农户福祉的设计。本文采用李克特级量表①来客观评估农户福祉。本
文中，根据联合国千年生态系统评估：人类福祉的衡量标准是“美好生活的基础物质”“安全”“健
康”“良好社会关系”“选择和行动自由”，本文农户福祉指标的设计（表１）主要依据国内外关于农户
福祉研究的文献（ＭＥＡ，２００３；Ｓａｎｇｈ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Ｓｍｉｔｈ　＆ Ｄｉｅｋｍａｎｎ，２０００；Ｗａｌｌａｃ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１），结合中国自然保护区实际情况而选取相应陈述性事项供受访者填写量级分数，本文采用１，

２，３，４，５，共计五个量级分数。

　　　表１ 中国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农户福祉指标及量化统计表

福祉指标 指标描述

保护区内外组 不同收入组别
保护区
内组福
祉得分

保护区
外组福
祉得分

高收入
组福祉
得分

中收入
组福祉
得分

低收入
组福祉
得分

美好生活的基本物
质 和 服 务 得 分
（ＨＷＳ－ｌｉｆｅ）

美好生活的基本物质和服务 ４．０１　 ４．４２　 ４．６６　 ４．１５　 ３．６０

（２０．６５）＊＊＊ （６５．７４）＊＊＊

获取食物负担程度
（Ａ１）

获取满足日常生活足够多的食物，您
家庭负担程度（Ａ１＝１，２，３，４，５；其中：
１＝非常艰难；２＝比较艰难；３＝一般；
４＝比较轻松；５＝非常轻松）

３．９７　 ４．７５　 ４．９８　 ４．４６　 ３．３０

（１２７．３８）＊＊＊ （８４５．８３）＊＊＊

获取水的便利程度
（Ａ２）

获取满足日常生活足够多的水，您家
庭便利程度（Ａ２＝１，２，３，４，５；其中：
１＝非常不便利；２＝比较不便利；３＝
一般；４＝比较便利；５＝非常便利）

４．０１　 ４．３０　 ４．４６　 ４．０７　 ３．７８

（ＮＳ） （９．６１）＊＊＊

获取优质生活必需
品的负担程度（Ａ３）

您家庭获取美好生活必需品的负担程
度（Ａ３＝１，２，３，４，５；其中：１＝非常艰
难；２＝比较艰难；３＝一般；４＝比较轻
松；５＝非常轻松）

３．７６　 ４．６５　 ４．９４　 ４．２３　 ２．９７

（１１５．２３）＊＊＊ （６１５．３９）＊＊＊

获取村委会服务的
便利程度（Ａ４）

获取村委会日常的帮助服务，您家庭
便利程度（Ａ４＝１，２，３，４，５；其中：１＝
非常不便利；２＝比较不便利；３＝一
般；４＝比较便利；５＝非常便利）

４．２８　 ４．３４　 ４．５２　 ４．２２　 ４．１７

ＮＳ （１１．３６）＊＊＊

家庭住房条件的满
意度（Ａ５）

目前，您对家庭住房的面积和质量满
意程度（Ａ５＝１，２，３，４，５；其中：１＝非
常不满意；２＝比较不满意；３＝一般；
４＝比较满意；５＝非常满意）

４．０４　 ４．３９　 ４．６２５　 ４．０５　 ３．７８

（３．４７）＊ （３６．２９）＊＊＊

家庭的耕地资源满
意度（Ａ６）

目前，您家里的耕地资源的面积满意
度（Ａ６＝１，２，３，４，５；其中：１＝非常不
满意；２＝比较不满意；３＝一般；４＝比
较满意；５＝非常满意）

３．９７　 ４．０９　 ４．４４　 ３．８７　 ３．７１

ＮＳ （６．９６）＊＊

健 康 得 分 （ＨＷＳ－
ｈｅａｌｔｈ）

健康 ４．３８　 ４．３９　 ４．１３　 ４．３４　 ３．７５
（８．８１）＊＊＊ （２６．４５）＊＊＊

身体健康（Ｂ１）

家庭成员中，身体健康评估（Ｂ１＝１，２，
３，４，５；其中：１＝非常不健康；２＝比较
不健康；３＝一般；４＝比较健康；５＝非
常健康）

４．２０　 ４．２６　 ４．４３　 ４．２３　 ３．９９

（３．３８）＊ （２５．１２）＊＊＊

精神健康（Ｂ２）

家庭成员中，精神健康评估（Ｂ２＝１，２，
３，４，５；其中：１＝非常不健康；２＝比较
不健康；３＝一般；４＝比较健康；５＝非
常健康）

４．１３　 ４．１０　 ４．３３　 ４．０６　 ３．９８

ＮＳ （９．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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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Ｂ３）

家庭成员中，情绪稳定性评估（Ｂ３＝１，
２，３，４，５；其中：１＝非常不稳定；２＝比
较不稳定；３＝一般；４＝比较稳定；５＝
非常稳定）

４．０６　 ４．１１　 ４．３２　 ４．００　 ３．９１

ＮＳ （６．１６）＊

休息状况（Ｂ４）

家庭成员中，每天的休息时间和睡眠
质量（Ｂ４＝１，２，３，４，５；其中：１＝非常
差；２＝比较差；３＝一般；４＝比较好；
５＝非常好）

３．８８　 ３．９０　 ４．１２　 ３．８７　 ３．６７

ＮＳ （６．２５）＊

安 全 得 分 （ＨＷＳ－
ｓａｆｅｔｙ）

安全 ４．０７　 ４．０９　 ４．４９　 ４．５９　 ４．０９
ＮＳ （１３．４７）＊＊＊

人身安全（Ｃ１）
村子内，家庭成员都有人身安全保障
（例如野生动物伤害，意外伤害等）
（Ｃ１＝１，２，３，４，５）

４．５６　 ４．６７　 ４．７６　 ４．５３　 ４．５０

（５．６４）＊＊ （８７．７５）＊＊＊

财产安全（Ｃ２）
村子内，家庭的财产有安全保障（Ｃ２＝
１，２，３，４，５）

４．５０　 ４．５２　 ４．７０　 ４．４１　 ４．４１
（４．１２）＊＊ （１１．４６）＊＊＊

犯罪率（Ｃ３）
村子犯罪率（例如盗窃、抢劫、打架等）
较低（Ｃ３＝１，２，３，４，５）

３．９８　 ４．０４　 ４．２２　 ３．８９　 ３．８８
ＮＳ　 ＮＳ

政府打击犯罪力度
（Ｃ４）

乡镇派出所接到报警能够及时响应出
警（Ｃ４＝１，２，３，４，５）

４．１８　 ４．２２　 ４．４８　 ４．１１　 ３．９８
ＮＳ （６．０１）＊＊

食品安全（Ｃ５）
获取食物的安全程度（Ｃ５＝１，２，３，４，
５）

４．６４　 ４．４９　 ４．６４　 ４．５９　 ４．５６
ＮＳ （９．７３）＊＊＊

社 会 关 系 得 分
（ＨＷＳ－ｓｏｃｉｅｔｙ）

良好的社会关系 ３．６１　 ３．７７　 ４．０７　 ３．５４　 ３．３６
（５．１２）＊＊ （ＮＳ）

邻居友好程度（Ｄ１）
村子内，左邻右舍的邻居都是很友好
的（Ｄ１＝１，２，３，４，５）

４．２９　 ４．２９　 ４．５３　 ４．２０　 ４．１４
（４．１８）＊＊ （５．６７）＊

值得信任的社区朋
友（Ｄ２）

村子内，家庭需要小额借款时，您家庭
总能无利息或者少利息借到的机会
（Ｄ２＝１，２，３，４，５）

３．７８　 ３．９０　 ４．２２　 ３．６９　 ３．５６

ＮＳ　 ＮＳ

社区邻居对自己的
信任度（Ｄ３）

当有付薪工作机会时，会有邻居主动
上门找您家庭成员的机会（Ｄ３＝１，２，
３，４，５）

３．６９　 ３．９１　 ４．１７　 ３．６３　 ３．４８

ＮＳ　 ＮＳ
红白 喜 事 参 与 度
（Ｄ４）

当您家里有红白喜事时，邻居主动参
与的程度（Ｄ４＝１，２，３，４，５）

２．６６　 ２．９６　 ３．３８　 ２．６３　 ２．２５
ＮＳ （９．５８）＊＊＊

选择与行动自由的
得分（ＨＷＳ－ｃｈｏｉｃｅ）

行动自由 １．９４　 ２．２５　 ２．５１　 １．８６　 １．７４
（７．０３）＊＊＊ （６４．３４）＊＊＊

资源获取的自由程
度（Ｅ１）

在生活区的周边获取自然资源的难易
程度（１＝非常难；２＝比较难；３＝一
般；４＝比较容易；５＝非常容易）

２．１６　 ２．１６　 ２．６８　 １．９９　 １．８１

（１４．６５）＊＊＊ （７３．５８）＊＊＊

受教 育 的 公 平 性
（Ｅ２）

生活在村子内，家庭成员受教育的机
会（１＝非常不公平；２＝比较不公平；
３＝一般；４＝比较公平；５＝非常公平）

１．９５　 ２．３０　 ２．５　 １．８９　 １．８０

ＮＳ （１９．４３）＊＊＊

基础设施建设自由
程度（Ｅ３）

在村子范围内，基础设施建设自由程
度（１＝非常不自由；２＝比较不自由；
３＝一般；４＝比较自由；５＝非常自由）

１．８３　 ２．１７　 ２．１３　 １．９４　 １．９８

（５．７７）＊＊ ＮＳ

农业 生 产 自 由 度
（Ｅ４）

在村子周边，对开垦土地利用以及农
业生产的限制程度（１＝非常不自由；
２＝比较不自由；３＝一般；４＝比较自
由；５＝非常自由）

１．７８　 ２．３８　 ２．２２　 ２．０２　 ２．１７

（３．２６）＊ ＮＳ

注释：（１）本文中，保护区周边社区水资源是免费获取的；（２）样本对照组括号内代表卡方检验统计量值，＊＊＊、＊＊、＊分别
表示在１％、５％、１０％水平上显著；（３）ＮＳ（Ｎｏ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代表不同组别对比不显著。

（三）研究方法

１．数据收集
本文主要依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课题，采用农户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取研究数据。本文

的数据主要来源于陕西省周至、太白山、长青、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云南省高黎贡山、西双版纳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省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见表２），共涉及３个省、６个县、７２个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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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课题组调查人员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保护区所在省份的大学在校生以及相关保护区的工
作人员组成，采用一对一的结构式问卷访谈。所选的保护区均是国家级，保护国家珍稀物种及其
栖息地为主的。在云南省调查过程中，课题组聘请了西南林业大学的本科生及硕士生，其户籍全
部是西双版纳州和怒江州，这样做的目的是便于语言沟通。西双版纳保护区在西双版纳傣族自治
州境内，由勐腊、尚勇、勐仑、勐养、曼搞等互不相连的５片组成，我们主要选择了境内面积较大的
勐腊片区内的社区，高黎贡山保护区由于地理位置原因，我们仅仅选取了４个保护区外的社区。
在黑龙江省扎龙保护区周边社区农户调研，主要以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境内试验区、核心区以
及保护区外围周边农户为主体调查对象。陕西省保护区内的农户主要集中在周至、太白山、长青
和朱鹮保护区。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每个保护区周边（内和外）选取５－１０个行政村，每个行政村
选取２０－３０户（个别村子随机农户会多一些）。总体上，一共获取１２６１份调查问卷，剔除信息不全
的无效问卷，有效问卷１１０６份，有效率为８７．７％。
　　　表２ 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农户问卷调查基本情况

保护区名称／
类型／物种

调查
涉及省

调查
涉及县

调查涉及
村数量（个）

问卷
（份）

有效
问卷（份）

有效率 调查时间

扎龙／湿地／
丹顶鹤

黑龙江省
杜尔伯特
蒙古族自
治县

保护区内 １０　 ２２０　 ２０５　 ９３％

保护区外 １０　 １７９　 １７１　 ９５％
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５日－９月
２２日

周至、太 白
山、长青、朱
鹮／森林／大
熊猫和朱鹮

陕西省
周至县、
眉县、
洋县

保护区内 ２２　 ３８２　 ３３６　 ８８％

保护区外 １７　 ２５０　 ２２７　 ９１％

周至，太白山保护区调查
时间：２０１７年７月２日－
７月１２日；长青与朱鹮保
护区调查时间：２０１９年７
月１９日－７月２５日

高黎贡山、西
双 版 纳／森
林／亚洲象

云南省
贡山县、
勐腊县

保护区内 ４　 ８７　 ６６　 ７６％

保护区外 ９　 １４３　 １０１　 ７１％

高黎贡山保护区调查时
间：２０１８年８月５日－８
月９日；西双版纳保护区
调查时间：２０１８年８月１２
日－８月１７日

总计
问卷调查共涉及３个省，６个县，７２个行政村，总共获取１２６１份，有效调查问卷１１０６份，有效率
８７．７％。

２．农户福祉量化公式
本文主要进行两项量化分析：（１）计算农户总福祉及分项福祉得分；（２）计算环境收入及环境

依赖度（相对环境收入）。
根据表１设置的量化指标体系以及公式（１）和公式（２），表２整理出了农户福祉总分（Ｈｏｕｓｅ－

ｈｏｌｄ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Ｓｃｏｒｅ，ＨＷＳ）、美好生活的基本物质得分（ＨＷＳ－ｌｉｆｅ）、安全得分（ＨＷＳ－ｓａｆｅｔｙ）、健
康得分（ＨＷＳ－ｈｅａｌｔｈ）、社会关系得分（ＨＷＳ－ｓｏｃｉｅｔｙ）、选择与行动自由的得分（ＨＷＳ－ｃｈｏｉｃｅ）。本
文福祉（ＨＷＳ）量化公式（１）：

ＨＷＳ＝ＨＷＳ－ｌｉｆｅ＋ＨＷＳ－ｓａｆｅｔｙ＋ＨＷＳ－ｈｅａｌｔｈ＋ＨＷＳ－ｓｏｃｉｅｔｙ＋ＨＷＳ－ｃｈｏｉｃｅ５
（１）

公式（１）中，五个分项采用该项得分的均值，例如：美好生活的基本物质得分（ＨＷＳ－ｌｉｆｅ）如公
式（２）所示。

ＨＷＳ－ｌｉｆｅ＝Ａ１＋Ａ２＋Ａ３＋Ａ４＋Ａ５＋Ａ６６
（２）

Ｅｎｖ－ｉｎｃｏｍｅ＝Ｐｒｏ－ｉｎｃｏｍｅ＋Ｔｏｕｒ－ｉｎｃｏｍｅ＋Ｅｃｏｃｏｍ－ｉｎｃｏｍｅ （３）
公式（３）中，Ｅｎｖ－ｉｎｃｏｍｅ表示环境收入，Ｐｒｏ－ｉｎｃｏｍｅ表示农户采集保护区内产品的售卖收入，

Ｔｏｕｒ－ｉｎｃｏｍｅ表示家庭从事旅游业的收入，包括成员从事旅游服务业的工资性收入，Ｅｃｏｃｏｍ－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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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ｍｅ表示农户获得的生态补偿类收入。

Ｅｎｖｉｒ－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Ｅｎｖ－ｉｎｃｏｍｅＴｏｔａｌ－ｉｎｃｏｍｅ×１００％
（４）

公式（４）中Ｅｎｖｉｒ－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表示农户家庭环境依赖度，它反映了环境收入（Ｅｎｖ－ｉｎｃｏｍｅ）在
家庭总收入中的重要程度，Ｔｏｔａｌ－ｉｎｃｏｍｅ表示家庭总收入。

３．结构方程模型（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ＳＥＭ）
本文基于已有文献（Ｃａ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Ｍｏｒａ，２０１７）采用结构方程模型（ＳＥＭ）来检验研究假

设，同时进一步分析中国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农户福祉以及与相关变量的关系。结构方程模型是
当代行为与社会领域量化研究的重要统计方法，它融合了传统多变量统计分析中的因子分析与线
性模型的回归分析，对于各种因果关系模型可以进行辨识、估计与验证，它的优势在于对多变量间
交互关系的分析（吴明隆，２０１０）。简单来说，结构方程模型分为测量方程（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和
结构方程（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如图１所示，环境收入、农户福祉与保护行为之间关系的结构方
程初始概念模型。双箭头表示潜在变量间的相关，二者之间无因果关系，单箭头表示变量间的因
果关系，箭头来源处表示外因变量（为因），箭头所在处表示内因变量（为果）。结构方程模型包含
两类变量：一类是可测变量，是可以通过访谈或者其他方式调查获取到的，用长方形表示；另一类
为结构变量，是无法直接观察到的，又称为潜变量，用椭圆形表示。具体来讲，对于可测变量与潜
变量之间的关系，通常可以写成测量方程（１）：

Ｘ＝ΛＸξ＋δＹ＝ΛＹη＋ε （１）
测量方程（１）中，ΛＸ 表示外生观测变量与外生潜变量直接的关系，是外生观测变量在外生潜

变量上的因子载荷矩阵；ΛＹ 表示内生观测变量与内生潜变量之间的关系，是内生观测变量在内生
潜变量上的因子载荷矩阵；Ｘ表示外生观测变量；Ｙ 表示内生观测变量；ξ表示外生潜变量；η表示
内生潜变量；δ表示外生观测变量Ｘ 的误差；ε表示内生观测变量Ｙ 的误差。

潜在变量间构成的测量方程（２）为：

η＝Ｂη＋Γξ＋ζ （２）
测量方程（２）中，Ｂ为路径系数，表示内生潜变量间的关系；Г为路径系数，表示外生潜变量对

内生潜变量的影响；ζ为结构方程的残差项，反映了方程中未能被解释的部分。

图１　环境收入、农户总福祉与保护行为关系的结构方程初始概念模型

三、数据统计分析与结构方程模型拟合

（一）数据统计分析
表３报告了本文拟定设置的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提供了变量的平均值、标准差

以及有效观测值（除纯收入对数值观测值为７１５外，其余变量观测值均为１１０６）。农户福祉统计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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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来看，农户总福祉均值为３．６６，每个分项福祉均值来看，安全福祉（４．３８）最高、选择和行动自由
福祉（２．０４）最低，这表明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在农业种植、服务业开发以及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方
面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制约，同时给社区经济发展带来较大影响，农户满意度低。保护行为方面来
看，绿色农业行为（Ｙ１）均值为２．３２，表现为农业生产正常施用化肥，表明目前保护区周边社区农
户在保护意识方面并没有注重绿色生产，而是以满足经济效益为优先。环境依赖主要选择环境收
入和环境依赖度两个重要计量指标。其中环境收入指标由保护区产品的现金收入或者经济价值、

旅游业中获取的收入以及生态补偿收入三项指标组成。环境收入均值为８７４４．１２，环境依赖度为

０．２１，这说明环境收入在农户家庭收入中依然占据较高的比重，相关文献指出环境收入超过家庭
收入的２０％，即为重要环境依赖程度（Ａｎｇｅｌｓｅ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干预措施变量中，三项均值得分较
小。其中农户获取的实物或者现金赠送指标的均值为１．１４，主要表现在国家精准扶贫的政策下，

没有劳动能力的贫困家庭获取的实物或者现金帮扶。

　　　表３ 本文使用的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潜变量 可测变量 变量定义 平均值 标准差

农户福祉（η１）

总福祉（ＨＷＳ） 根据公式（１）计算得出 ３．６６　 ０．５７
美好生活的基本物质福祉
（ＨＷＳ－ｌｉｆｅ）

根据表１量化得分 ４．１４　 ０．６８

安全福祉（ＨＷＳ－ｓａｆｅｔｙ） 根据表１量化得分 ４．３８　 ０．５１
健康福祉（ＨＷＳ－ｈｅａｌｔｈ） 根据表１量化得分 ４．０８　 ０．８２
社 会 关 系 福 祉 （ＨＷＳ－
ｓｏｃｉｅｔｙ）

根据表１量化得分 ３．６６　 ０．９８

选 择 和 行 动 自 由 福 祉
（ＨＷＳ－ｃｈｏｉｃｅ）

根据表１量化得分 ２．０４　 ０．８３

保护行为（η２）

绿色农业行为（Ｘ３７）

１＝追求经济效益优先，尽量多施用化
肥；２＝追求经济效益优先，正常施用
化肥；３＝生态保护优先，尽量少施用
化肥；４＝生态保护优先，尽量多施用
绿色化肥；５＝生态保护优先，全部施
用绿色化肥

２．３２　 ０．６４

主动报告行为（Ｘ３８）
您在保护区周边遇到野生动物受伤害
会不会主动报告林业部门（１＝不会；
２＝会）

１．３０　 ０．４６

环境依赖（η３）

保护区产品的现金收入或
者经济价值（Ｘ２４）

单位：元 ２８２４．９１　 １２２１６．３２

旅游业为主收入（Ｘ２５） 单位：元 ５６８７．３９　 ２１５６１．４７
生态补偿收入（Ｘ２６） 单位：元 ２３６．９７　 ２３４９．２９
环境依赖度（Ｘ２７） 根据公式（２）计算得出 ０．２１　 ０．２６
环境收入（Ｘ３２） 根据公式（３）计算得出，取对数值 ７．６９　 １．６３

个人特征（ξ１）

性别（Ｘ１） １＝男；２＝女 １．４４　 ０．５０
年龄（Ｘ２） 单位：岁 ５０．３１　 １１．２０

教育程度（Ｘ３）
１＝中专及以上；２＝高中；３＝初中；
４＝小学；５＝文盲

３．５３　 １．０２

婚姻状况（Ｘ４）
１＝已婚；２＝未婚；３＝离异；４＝
丧偶 １．１１　 ０．５２

民族（Ｘ５） １＝少数民族；２＝汉族 １．４３　 ０．４９

健康状况（Ｘ６）
１＝完全健康；２＝患病但有劳动能力；
３＝患病没有劳动能力；４＝生活不能
自理

１．４０　 ０．６４

宗教信仰（Ｘ７） １＝有；２＝没有 １．６３　 ０．４８
村干部（Ｘ８） １＝是；２＝否 １．７３　 ０．４４

本地居住时间（Ｘ９）
１＝１０年以下；２＝１０－２０年；３＝２１－
３０年；４＝３１－４０年；５＝４１年及以上

４．０７　 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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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特征（ξ２）

家庭成员最高学历（Ｘ１０）
１＝文盲；２＝小学；３＝初中；４＝高中；
５＝中专及以上

３．７３　 １．１２

住房结构（Ｘ１１）
１＝土（草）木；２＝砖木；３＝砖混；４＝
钢筋水泥土 ２．１０　 １．０２

家庭劳动力比例（Ｘ１２）
家庭满１８岁成年劳动力数量与家庭
人口总数比值 ０．６７　 ０．２５

家庭大件固定资产数量
（Ｘ１３）

主要包括拖拉机、脱粒机、摩托车、小
汽车、三轮车、冰箱、洗衣机、电动车、
电脑、彩色电视机、空调、燃气灶、热水
器、手机（可累计）

７．５７　 ３．１１

家庭耕地面积（Ｘ１４） 单位：亩 ４．４３　 ２．３０

家庭生活质量（Ｘ１５）
主要包括自来水、水冲厕所、煤炭、燃
气、或者电器做饭设施、电器取暖 ２．２４　 １．０８

家庭总收入（Ｘ１６） 取对数值 １０．１０　 ０．９９
家庭总消费（Ｘ１７） 取对数值 ９．８４　 ０．８３
家庭纯收入（Ｘ１８） 取对数值 ９．４６　 １．３２

政策制度（ξ３）

野生动物损失庄稼是否会
获得补偿（Ｘ１９）

１＝不会；２＝会；３＝不清楚 １．５４　 ０．７９

野生动物伤人伤牲畜是否
会获取补偿（Ｘ２０）

１＝不会；２＝会；３＝不清楚 １．７０　 ０．９３

地理位置（ξ４）

家庭所在保护区的位置
（Ｘ２１）

１＝保护区内；２＝保护区外 １．３２　 ０．４７

家庭到乡镇的距离（Ｘ２２）
１＝１０公里以外；２＝５公里－１０公
里；３＝５公里以内；

１．７４　 ０．７２

图２报告了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农户的收入结构。本文一共统计了八种家庭收入来源，从
统计来源，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家庭收入来源中，单纯的农务占比（１８％）是较少的，这表明随着
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农村劳动力外移已经成为普遍现象（王庶、岳希明，２０１７），然而，自然保护
区周边的社区更是由于土地资源的匮乏（表３中家庭耕地面积均值为４．４３亩），外出务工以及
增加副业生产是必须的选择，否则纯务农已经不能满足家庭的生计所需。选择务农兼副业方式
的农户家庭，占３０．０２％，是八种收入来源中占比最高的。副业家庭主要包括水产品养殖、林产
品采集售卖、养蜂、中药材种植、湿地芦苇编织等。因此，副业生计包括成为保护区周边社区生
产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中打工收入指至少６个月以上居住保护区周边社区的农户打工
的收入，不含长期居住在外务工的收入。服务业（农家乐、旅游观光服务、门店经营、粮食加工）
也是目前保护区周边，特别是保护区外的农户开展的生计活动，本文中，服务业家庭占比不大，
仅为８．７７％。值得说明的是，“其他”项主要是没有劳动能力、获取亲戚或者政府现金帮扶的贫
困家庭，占比１．９９％。

图２　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农户收入主要来源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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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结构方程模型评价

１．变量相关性分析
根据本文（表３）拟设定的指标体系，应用验证性因子分析法对测量模型和结构模型进行分析。

由于篇幅原因，分析过程本文省略。根据现有数据，经过多轮次的 ＡＭＯＳ２２．０软件拟合分析，最
终分别获取了表４中的１５个观测指标并参与解释。表４报告了本文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以及显
著水平。由表４可知，ＨＷＳ和Ｘ３７之间的相关系数为０．５１２，在１％的水平上显著，表明两者存在
显著的正相关关系。ＨＷＳ和Ｘ３２之间的相关系数为０．５５１，在１％的水平上显著，表明两者存在
显著的正相关关系。Ｘ４和Ｘ６之间的相关系数为０．５１３，在１％的水平上显著，表明两者存在显著
的正相关关系。其余变量之间相关系数均小于０．５，大部分变量之间相关系数较小，因此，变量间
的共线性不是本文困扰的问题，可以进行下一步模型拟合分析。

　　　表４ 变量相关性分析

ＨＷＳ　 Ｘ２０ Ｘ１９ Ｘ２３ Ｘ２１ Ｘ３８ Ｘ３７ Ｘ３２ Ｘ２７ Ｘ１６ Ｘ１４ Ｘ１２ Ｘ６ Ｘ４ Ｘ２
ＨＷＳ　 １．０００
Ｘ２０ －０．０１５　 １．０００
Ｘ１９　 ０．０７１＊＊ ０．０７３＊＊ １．０００
Ｘ２３　 ０．２７４＊＊＊ ０．０１２　 ０．０４６　 １．０００
Ｘ２１　 ０．１５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３０　 ０．３１３＊＊＊ １．０００
Ｘ３８　 ０．０９３＊＊＊ －０．０２２　 ０．０１４　 ０．０３１　 ０．０８７＊＊＊ １．０００
Ｘ３７　 ０．５１２＊＊＊ ０．０１１　 ０．０２９　 ０．０６５＊＊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２　 １．０００
Ｘ３２　 ０．５５１＊＊＊ ０．０１９　 ０．０６６＊＊ ０．１７１＊＊＊ －０．１５６＊＊＊ ０．１０６＊＊＊ ０．２０９＊＊＊ １．０００
Ｘ２７　 ０．４６３＊＊＊ －０．００９　 ０．０３４　 ０．１０１＊＊＊ －０．２０８＊＊＊ ０．０８８＊＊＊ ０．２１９＊＊＊ ０．６３５＊＊＊ １．０００
Ｘ１６　 ０．３９９＊＊＊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８　 ０．２０１＊＊＊ ０．３８５＊＊＊ ０．２２７＊＊＊ ０．１３２＊＊＊ ０．２４０＊＊＊ ０．０５８＊＊ １．０００
Ｘ１４　 ０．０７９＊＊＊ －０．０１４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１　 ０．０４４　 ０．０４７　 ０．０４４　 ０．１０７＊＊＊ ０．００７　 ０．１１２＊＊＊ １．０００
Ｘ１２　 ０．１５８＊＊＊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３　 ０．０５８＊ ０．１４３＊＊＊ －０．０４１ －０．０１７　 ０．０３２ －０．０５７　 ０．１８９＊＊＊ ０．０２２　 １．０００
Ｘ６ －０．１７２＊＊＊ ０．０５１＊ ０．０１８ －０．０７９＊＊＊ －０．０６４＊＊ ０．０５６＊ －０．０６７ －０．０８４＊＊＊ －０．０３８ －０．１２５＊＊＊ －０．０３２ －０．０８８＊＊＊ １．０００
Ｘ４ －０．１２７＊＊＊ ０．０１４　 ０．０５３＊ －０．０２０ －０．０９１＊＊＊ －０．０１９＊＊＊ －０．０５５＊ －０．０３２ －０．０２１ －０．１２７＊＊＊ －０．０５０＊ －０．０９８＊＊＊ ０．５１３＊＊＊ １．０００
Ｘ２ －０．２０２＊＊＊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３５ －０．０３３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２ －０．１０８＊＊＊ －０．０４４ －０．０５９＊ －０．０７３＊＊ ０．０１０ －０．０７９＊＊＊ ０．４９１＊＊＊ ０．２９８＊＊＊ １．０００
注释：表中＊＊＊、＊＊、＊分别表示在１％、５％、１０％水平上显著。

２．修正模型
本文中，初始模型与样本数据无法匹配（自由度卡方值比＝３．６２７＞３，具体模型适配度指标标

准如表７所示），需要修正理论模型时，修正指标（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ｉｃｅｓ，Ｍ．Ｉ．）所提供的数据可作为
判断的准则之一（吴明隆，２０１０）。我们根据 ＡＭＯＳ２２．０软件输出的结果对原始理论模型进行修
正，在模型中对不显著的因果路径进行了删除。此外，依 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ｉｃｅｓ提示的修正指标值
进行模型修正，即：进行模型修正时增列的参数限制条件不能违反结构方程模型的基本假定，也不
能与理论相矛盾（吴明隆，２０１０）。本文整理了结构方程的修正指标值（由于篇幅原因，省略），其中
“ｅ５＜－－＞ｅ１５”的 Ｍ．Ｉ．值最大（４９．９５４），表示观测变量“家庭到乡镇的距离（Ｘ２２）”与潜在变量
“环境依赖（η３）”之间的某些题项测量特质有不同程度的相似性，在理论模型中若将这两个变量释
放，即将观测变量“家庭到乡镇的距离（Ｘ２２）”与潜在变量“环境依赖（η３）”之间测量误差变量设定
为共变关系，则至少可以减少卡方值４９．９５４，期望的参数改变值为０．０３２，表示释放参数后，这两个
变量误差项间相关值大约是０．０３２，即增列外因潜变量误差项的相关。经过修正后，最终得到环境
依赖、农户福祉与保护行为的结构方程模型，且模型适配度均达到合理标准（图３）。

本研究中２１个外因变量的方差均为正数（由于篇幅原因，省略），除误差“政策制度”的方差不
显著（ｐ＞０．０５）外，其余均达到０．０５显著水平。此外，误差项及残差项没有出现负的误差方差，表
示未违反模型基本适配度检验标准。以上所估计得所有参数大多数达到显著水平，估计参数的估
计标准误差值均很小，表示模型内在适配度的质量较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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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本文结构方程模型拟合结果

３．修正模型适配度评估
需要注意的是，回归分析首先看的是回归模型的检验（Ｐ值），再看各个回归系数是否有统计学

意义，而在ＳＥＭ里面，匹适度的Ｐ值不作为主要的判断标准（吴明隆，２０１０）。Ｐ值小于０．０５，拒绝
原假设，表示观测数据的矩阵与假设模型隐含的矩阵不契合，即观测数据与假设模型间不匹配。
但是样本量越大，越容易拒绝假设 Ｈ０（Ｐ＜０．０５），更容易犯人为错误，需要综合其他指标进行识别
判断模型适配度。所以在实际应用上很少用Ｐ值作为匹适度的判断指标，Ｔａｎａｋａ（１９９３）和 Ｍａ－
ｒｕｙａｍａ（１９９８）的研究都显示，当样本量大于２００时，几乎所有的研究都是具有显著性的（Ｐ＜
０．０５），因此判断匹适度的时候应该辅以其他指标是否可以被接收。本文修正模型拟合结果显示，
样本数为１１０６，模型的自由度等于７３，整体模型适配度的卡方值为１８９．２９２，ＣＭＩＮ／ｄｆ＝２．２５３＜
３，达到良好的适配度，其他适配度指标均达到合理适配度（表５），因此本文修正的结构方程模型可
以被接受并解释相关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

　　　表５ 本文结构方程模型整体拟合优度结果（样本数＝１１０６）

指标 Ｐ　 ＣＭＩＮ／ｄｆ　 ＧＩＦ　 ＡＧＦＩ　 ＰＧＦＩ　 ＲＭＳＥＡ　 ＮＦＩ　 ＣＦＩ　 ＲＦＩ
评价标准 ＞０．０５ ＜３．０００ ＞０．９００ ＞０．９００ ＞０．５００ ＜０．０８ ＞０．９００ ＞０．９００ ＞０．９００
本文指标值 ０．０００　 ２．５９３　 ０．９７８　 ０．９６４　 ０．５９５　 ０．０３８　 ０．９４１　 ０．９６２　 ０．９１５
结果 大样本可接受 合理 合理 合理 合理 合理 合理 合理 合理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不同组别农户福祉方差分析
我们应用方差分析（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检验不同组别农户福祉差异。从表６的分组统计分析

来看，保护区外组比保护区内组的总福祉高（３．７８５＞３．５９８），在１０％的水平上显著（Ｐ＝０．０７５＜
０．１０），这也证实了本文假设１的部分结论。从分项来看，健康福祉两项组别的均值差不多，分别为

４．０６７和４．０９４，卡方检验不显著（Ｐ＝０．６９５），这说明目前我国农村医疗条件得到较大改善，居民身体
健康和精神健康指数均得到一定提升，保护区内外居民认同感差别不大。其余四项福祉在保护区组
具有显著性不同，显著性差别最大的是美好生活物质福祉（ｃｈｉ２＝２０．６５２，Ｐ＝０．０００），本文认为从目前
自然保护区建设来看，与保护区外农户相比，表１小项统计中保护区内农户在足够食品的负担程度
（Ａ１）、优质生活必需品负担程度（Ａ３）以及家庭住房质量（Ａ５）均在显著水平上有差别，虽然家庭住房
结构在１０％的水平上具有显著性差别，但与食品的负担程度相比，农户更在意住房的质量。从突出
安全福祉比较（ｃｈｉ２＝８．８１３，Ｐ＝０．００３）来看，保护区内的农户组较低。从表１小项统计来看，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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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安全福祉的差别主要来自人身安全（Ｃ１），表现在保护区内野生动物的肇事伤人，例如，西双版纳亚
洲象保护区内，大象伤人时有发生。社会关系福祉中，保护区外组在“左邻右舍的邻居友好程度（Ｄ１）”
得分上表现的更活跃，具有显著性差别（ｃｈｉ２＝５．１１５，Ｐ＝０．０２４）。整体来看，两组在朋友信赖度、红白
喜事参与度方面没有差别。保护区内外组在选择与行动自由福祉方面，表现出显著性差别（ｃｈｉ２＝
７．００３，Ｐ＝０．００８），保护区内组认为在农业生产自由度、基础设施建设程度方面和资源获取自由程度
的福祉均显著小于保护区外组，受教育公平性福祉没有显著差别。诚然，当前不管是当地政府还是保
护区管理局都应该在选择与行动自由福祉方面多考虑农户的实际生产生活需求，践行以“建立以国家
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新时代生态保护与区域发展目标，提升当地居民的生活满意度和幸
福感。从保护区组卡方检验来看，保护区外组环境收入大于保护区内组环境收入（约为１．０４倍）
（７．１６７＞６．８７８），且在１％水平上具有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００），这也证实了本文假设１的部分结论。
从表３环境收入的指标统计来看，旅游业收入（Ｘ２５）以及生态补偿收入（Ｘ２６），保护区外的农户此二
项收入均大于保护区内的农户收入，保护区外的农户在旅游业收入（Ｘ２５）主要以餐饮、售卖土特产品、
导游讲解以及民宿等服务受益，保护区内主要以售卖土特产品为主。生态补偿收入主要来自退耕还
林的收益，保护区外退耕地较多，退耕还林收益根据林地面积大小确定，两组具有显著性差异。然而，
保护区内外组在保护区周边土特产品售卖收入（Ｘ２４）中，没有显著性差别（Ｐ＝０．２０９）。这是因为本文
中土特产品收入主要来自农户采集的林产品或者水产品，绝大部分采集的产品作为自家食用，获取收
入方面没有显著性差异。从保护区内外组环境收入依赖度来看，保护区外的农户对环境资源的依赖
较小（０．１３３），而保护区内农户对保护区内资源的依赖度较大（０．２４９），但两组间没有显著性差别（Ｐ＝
０．２９２）。干预措施在保护区组对比来看，获取土特产品销售渠道（Ｘ２８）没有显著性差别，获取生计项目
（Ｘ２９）和获取实物或者现金（Ｘ３０）均在１％水平上显著性差别。这表明：保护区外农户在生计项目替代方
式等方面更有优势和可行性，比如开展生态旅游服务业。获取实物和现金干预措施主要源于贫困户，这
说明按照目前的保护政策，对保护区内组贫困的影响比保护区外组更明显，两组具有显著性差异。

　　　表６ 自然保护区内外农户福祉统计表

类别
保护区组（１１０６）

保护区内组（７５４） 保护区外组（３５２）
检验统计值（ｃｈｉ２） 显著性（Ｐ）

总福祉 ３．５９８　 ３．７８５　 ４．８３６　 ０．０７５
美好生活物质福祉 ４．００６　 ４．４２０　 ２０．６５２　 ０．０００

安全福祉 ４．３７５　 ４．３８９　 ８．８１３　 ０．００３
健康福祉 ４．０６７　 ４．０９４　 ０．１５４　 ０．６９５

社会关系福祉 ３．６０６　 ３．７６６　 ５．１１５　 ０．０２４
选择与行动自由福祉 １．９３５　 ２．２５４　 ７．０３３　 ０．００８
环境收入（对数） ６．８７８　 ７．１６７　 １０５．６４７　 ０．０００
环境依赖度 ０．２４９　 ０．１３３　 １．１１１　 ０．２９２

获取土特产品销售渠道（干预措施一） １．２０８　 １．２４　 １．８２０　 ０．１７７
获取生计项目（干预措施二） １．２４０　 １．６１４　 ８．５５８　 ０．００３
获取现金扶持（干预措施三） １．６１２　 １．０９９　 １９．３５６　 ０．０００

从表７来看，不同收入组中，高收入组总福祉（４．０２２）最高，且与其他组有显著性差别（ｃｈｉ２＝８．２２８，

Ｐ＝０．０１６），这表明家庭总收入在一定程度上是福祉的重要影响因素，且收入越高，福祉就越高（陈刚、李
树，２０１２），这也证实了本文的假设４。从单项福祉来看，美好生活物质福祉、健康福祉和选择行动与自由
福祉均在１％水平上显著差别。高收入组的美好生活物质福祉为４．６６３，依次中等收入组为４．１５０，低收
入组为３．６０１，组别卡方检验值（ｃｈｉ２＝６５．７４２，Ｐ＝０．０００），后文将展开福祉影响因素的具体分析，从表１
小项Ａ１－Ａ６，所有指标福祉均为高收入组＞中等收入组＞低收入组，且具有显著性差别。然而，社会关
系福祉在不同收入组对比中，没有显著性差别（Ｐ＝０．４５１），但在表１红白喜事参与程度（Ｄ４）项上，在１％
水平上具有显著性差别。这表明家庭收入高的家庭，更积极活跃参与邻居的红白喜事，更有能力参与处
理人情事项。在选择与自由福祉方面，收入组在１０％的水平上显著差别。从表１的小项中可以看出，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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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高的农户在资源获取福祉具有１％的水平显著差别，这解释为收入较高的农户，在获取旅游资源、林产
品等方面较为充裕，而收入低的农户根据自身条件获取的资源相对较少。同样的，教育福祉（Ｅ２）与收入
成正相关，收入较高的家庭把子女送到教育条件较好的乡镇或者县城读书，他们表现出与收入较低农户
相比，自身家庭受教育的优越性，一般情况下，收入较低的家庭，家庭未成年人可能受教育条件会因财力
受限，表现出对子女受教育方面消极的态度。因此，受教育程度福祉在１％的水平上显著差别。此外，保
护区周边基础设施建设福祉（Ｅ３），在收入组没有显著性差别（Ｐ＞１０％），且福祉较低。这说明保护区周
边基础设施建设具有限制性条件，直接影响农户的生产生活。同样的，农业生产自由度福祉（Ｅ４），在收
入组别里也没有显著性差别，农业生产中农药化肥施用量，以及土地的开荒利用方面，在湿地保护区周
边显现的更为突出。比如黑龙江扎龙丹顶鹤自然保护区，地方政府对湿地生态环境治理非常严格，开垦
湿地为农用、大水面投放饲料养殖等行为都是被禁止的。因此，在收入组对比中，农业自由度福祉没有
显著性差别（Ｐ＝０．４９８）。然而，对于不同收入组环境收入和环境依赖度卡方检验来看（表７），均具有显
著性差异（Ｐ＝０．０００），即环境收入越多，农户收入越高（高收入组环境收入是低收入组环境收入的１．３３
倍）。然而，从表９中可以看出，家庭环境收入高，其环境依赖度越低，这也证实了假设５。干预措施在不
同收入组对比来看，获取土特产品销售渠道（Ｘ２８）没有显著性差别，获取生计项目（Ｘ２９）和获取实物或者
现金（Ｘ３０）均在１％水平上显著性差别。这表明：高收入组农户在生计项目替代方式等方面更有能力开
展实施项目，Ｘ３０在低收入组农户更容易获取。

　　　表７ 不同收入群体组农户福祉统计表

不同收入组（１１０６）
高收入组
（３６８）

中等收入组
（３６９）

低收入组
（３６９）

检验统计值
（ｃｈｉ２）

显著性
（Ｐ）

总福祉 ４．０２２　 ３．５８０　 ３．３７２　 ８．２２８　 ０．０１６
美好生活物质福祉 ４．６６３　 ４．１５０　 ３．６０１　 ６５．７４２　 ０．０００

健康福祉 ４．１３　 ４．３４　 ３．７６　 ２６．４４８　 ０．０００
安全福祉 ４．４８９　 ４．５５８　 ４．０９１　 ８７．７４９　 ０．０００

社会关系福祉 ４．０７４　 ３．５４２　 ３．３５７　 １．５９２　 ０．４５１
选择与行动自由福祉 ２．５０９　 １．８５８　 １．７４４　 ６４．３４２　 ０．０００
环境收入（对数） ８．０９９　 ７．０９１　 ６．０９５５　 ２９．６３８　 ０．０００
环境依赖度 ０．２１４　 ０．１５２　 ０．２７１　 ３９．５２１　 ０．０００

获取土特产品销售渠道（干预措施一） １．２１５　 １．２３６　 １．２１１　 ０．６５４　 ０．７２１
获取生计项目（干预措施二） １．８３９　 １．２２５　 １．０１４　 ５０５．２２９　 ０．０００
获取现金帮扶（干预措施三） １．１２８　 １．１４１　 １．１５７　 ２．７５６　 ０．００２

（二）假设检验与分析

１．假设１：环境收入与农户福祉关系检验
表８报告了所有潜在变量路径的标准化系数（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２）及显著性（Ｐ）。潜在变量“环境依赖

（η３）”对变量“农总户福祉（ＨＷＳ）”影响的直接路径系数为０．６４６，ｐ值小于０．００１。这说明“环境
依赖”每增加１个单位，使得“农户总福祉”增加６４．６％个单位，且这一结果在１％水平上显著正相
关。“环境收入（Ｘ３２）”和“环境依赖度（Ｘ２７）”作为潜在变量“环境依赖”的两个可测变量，分别对
“环境依赖”的载荷系数为０．８６８和０．７３０，因此，“环境收入”对“农户总福祉”是正向相关，且在１％
水平上显著，这样证实了本文的假设１。与此结果相一致的是，“环境依赖度（Ｘ２７）”对“农户总福
祉”影响在１％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这也可以解释为：生活在保护区周边社区的农户，环境收入占
家庭收入的２０％～３０％（Ａｎｇｅｌｓｅ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以环境产品或者服务为主的活动在当地的社会经
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从本文的潜在变量来看，“个人特征”对“环境依赖”的路径系数为

－０．００４，且ｐ＝０．９５２＞０．０５，说明该路径影响不显著。但“个人特征”对“农户总福祉”的路径系数
为－０．０９４，且ｐ＜０．００１，表示“个人特征”对“农户总福祉”在１％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表８报告了
观测变量个人年龄（Ｘ２）、婚姻状况（Ｘ４）以及健康状况（Ｘ６）对潜在变量“个人特征”的载荷贡献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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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为０．５６０、０．５８３以及０．８７２，因此对农户总福祉影响均为正向显著相关，这表明，美好的婚姻是
家庭福祉的基础，年龄和健康也是负相关的，即年龄越大，健康状况越差，福祉越低，这和现实情况
是一致的。潜在变量“家庭特征”对“环境依赖”的影响路径系数为０．８９７，且ｐ＜０．００１，表示在１％
的水平上，即家庭特征所属的观测变量“家庭劳动力比例（Ｘ１２）”“家庭耕地面积（Ｘ１４）”以及“家庭
总收入（Ｘ１６）”载荷系数分别为０．２６２、０．１３９以及０．７３７，它们对“环境依赖”显著正相关影响。根
据Ｔｈｏｎｄｈｌａｎａ　ａｎｄ　Ｍｕｃｈａｐｏｎｄｗａ（２０００）的研究，环境收入越高的家庭，家庭劳动力比例越高，这
与本文是一致的。也有研究（Ｍａｙｎａｒｄ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指出，对于保护区内的农户，其家庭耕地越
多，家庭收入越高，其家庭福祉也越高，这与本文总样本的结论是相符的。因为本文家庭特征对农
户总福祉的影响系数为０．１６０，在１０％水平上显著（ｐ＝０．０７＜０．１），因此，有可能不同群体组特性
对农户总福祉存在异质性差异。潜在变量“地理位置”对“环境依赖”的影响水平是显著的（ｐ＜
０．００１），且路径系数为－０．８９６，呈负相关。这说明与生活在保护区外的农户相比，保护区内的农
户对环境依赖更显著，即保护区内农户更依赖于“环境收入”和“环境依赖度”，这也证实了本文的
假设２。“地理位置”对“农户总福祉”的影响也是显著的（ｐ＝０．００２＜０．０５），且正相关（路径系数为

０．２５６），也就是说与保护区内组的农户相比，保护区外的农户总福祉更高，距离乡镇越近的农户家
庭，农户福祉越高，这也证实了本文的假设３。潜在变量“政策制度”对全体样本农户的“环境依赖”

和“农户总福祉”影响均不显著（ｐ＞０．１０）。根据Ｋｅａｎ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研究显示，能够获取一定的野
生动物肇事补偿资金的农户，其家庭幸福感越强烈，这与现实也是相符的。随着保护区生态环境
越来越好，野生种群动物越来越多，比如，野猪损害保护区周边社区的庄稼也越来越严重，但很多
保护区管理部门和地方政府没有给予补偿，这也是造成保护区与社区农户矛盾的一个重要方面。

因此，“政策制度”对“农户总福祉”或者“环境依赖”可能存在不同群体组异质性影响。

　　　表８ 结构方程标准化路径系数及显著性（样本数＝１１０６）

路径 Ｓ．Ｅ． Ｃ．Ｒ． Ｐ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２
（标准化系数）

路径 Ｓ．Ｅ． Ｃ．Ｒ． Ｐ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２
（标准化系数）

环境依赖＜———
个人特征 ０．００２ －０．０６０　０．９５２ －０．００４

Ｘ６＜———个 人
特征 ０．００７　１２．９７８ ＊＊＊ ０．８７２

环境依赖＜———
地理位置 ０．１３４ －３．５５７ ＊＊＊ －０．８９６

Ｘ１４＜———家庭
特征 １．４１７　 ３．４４７ ＊＊＊ ０．１３９

环境依赖＜———
政策制度 ０．０９７　 ０．７９１　０．４２９　 ０．１６０

Ｘ１６＜———家庭
特征 ｄ　 ６．４６０ ＊＊＊ ０．７３７

环境依赖＜———
家庭特征 ０．７４９　 ３．４７０ ＊＊＊ ０．８９７

Ｘ２７＜———环境
依赖 ０．７３０

ＨＷＳ＜———环
境依赖 ０．１７９　 １０．９４０ ＊＊＊ ０．６４６

Ｘ３２＜———环境
依赖 ０．４５８　２２．０２４ ＊＊＊ ０．８６８

ＨＷＳ＜———家
庭特征 ０．７７９　 １．８０３　０．０７１　 ０．１６０

Ｘ３７＜———保护
行为 ０．５９６

ＨＷＳ＜———地
理位置 ０．１３４　 ３．０６４　０．００２　 ０．２５６

Ｘ３８＜———保护
行为 ０．０４４　１１．２１３ ＊＊＊ ０．４１３

ＨＷＳ＜———政
策制度 ０．０７８　 ０．４００　０．６８９　 ０．０２１

Ｘ２１＜———地理
位置 ０．７６６

ＨＷＳ＜———个
人特征 ０．００３ －３．３１０ ＊＊＊ －０．０９４

Ｘ２２＜———地理
位置 ０．１０３　 ８．８４３ ＊＊＊ ０．４０８

保 护 行 为
＜———ＨＷＳ

０．０３７　 １３．０７５ ＊＊＊ ０．７２１
Ｘ１９＜———政策
制度 ０．４９９

保护行为＜———
环境依赖 ０．１１６　 ３．７８６ ＊＊＊ ０．２１８

Ｘ２０＜———政策
制度 ０．３９８　 ０．８６２　０．３８９　 ０．１４７

Ｘ２＜———个 人
特征 ０．５６０

Ｘ１２＜———家庭
特征 ０．２６２

Ｘ４＜———个 人
特征 ０．００６　 １４．３１４ ＊＊＊ ０．５８３

注释：表中ｃ＝５０２７２９．４１０；ｄ＝７７８１７．３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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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假设６：环境收入与保护行为关系检验

从表８中可以得知，“环境依赖”对“保护行为”的影响有两条路径。直接路径的影响系数为

０．２１８，且显著正相关（ｐ＜０．００１）。间接路径为：“环境依赖”→“农户总福祉”→“保护行为”，其路

径系数为０．４６６（０．６４６＊０．７２１＝０．４６６），且显著正相关（ｐ＜０．００１）。因此，“环境依赖”对“保护行

为”影响总路径系数为０．６８４（０．２１８＋０．４６６＝０．６８４），即 “环境收入”对“保护行为”的影响正相

关，且在１％的水平上显著，这也证实了本文的假设６，即环境收入越高的家庭，越容易参与保护行

为。４个潜变量间接路径影响保护行为，其中“地理位置”和“家庭特征”在１％的显著水平上影响

保护行为，路径系数分别为－０．７７８（－０．８９６＊０．８６８＝－０．７７８，ｐ＜０．００１）和０．７７９（０．８９７＊
０．８６８＝０．７７９，ｐ＜０．００１）。这也表明，生活在保护区内的农户，保护行为越强烈，这与 Ｍａｓｕｄ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１）的研究结论是相符的。“家庭收入”在潜变量“家庭特征”中的载荷系数是０．７３７，且在三

个观测变量中的路径系数是最大的，它通过“环境依赖”路径，间接作用于保护行为，在１％水平上

显著正相关。这表明家庭收入越高的家庭，越容易产生保护行为。从现实生活来看，家庭收入越

高，越有能力和资本采取绿色行为进行农业生产，绿色农业生产行为对保护区至关重要，因为生态

环境的改善更依赖于人类本身，而近年来的气候变化、农药化肥等问题严重损害了保护区资源利

用的可持续发展，农业的绿色发展势在必行，坚持保护区周边农业绿色发展，就是对未来的生物多

样性负责。“个人特征”和“政策特征”对“环境依赖”影响不显著，这表明它们通过“环境依赖”对
“保护行为”影响的间接路径也是不显著的。

３．假设７：农户总福祉与保护行为关系检验

我们从表８依然可以得出，“农户总福祉”与“保护行为”显著正相关。即农户总福祉对保护行

为的直接影响路径系数为０．７２１，在１％的水平上显著，这也证实了本文的假设７。根据表３可知，

选择和行动自由福祉在五个福祉中，得分最低（２．０４）。本文认为保护区内基础设施条件改善，将

有利于显著提升农户选择与自由选择的福祉。２０１９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

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创新自然保护地建设发展机制，

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提升公共服务功能。”现实中，目前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正在

建设中，调整与优化自然保护地功能区，势在必行。本文认为，在国家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背景

下，消除最后“一公里”的贫困在自然保护区内的贫困村和贫困户。改善他们的生产生活条件，特

别是在《自然保护区条例》调整后，优先考虑保护区周边社区的福祉，特别是保护区内基础设施建

设的福祉，这将来能在很大程度上提升农户的福祉，也会大大缓解地方政府和保护区管理部门的

矛盾。如何调整与优化保护区新功能区，也正是目前需要保护区管理部门关注的课题任务。在表

８中“个人特征”对“农户总福祉”是显著负相关的（路径系数为－０．０９４，ｐ＜０．００１），例如，这表明年

龄越小，越容易发生积极的保护行为，且显著相关（年龄与个人特征显著正相关）。这可以解释为：

年轻人由于接受良好的教育以及广泛的信息途径，对农业绿色生产行为是积极认可的。相反，农

户年龄较大减弱了农业的绿色生产意愿。此外，婚姻状况（Ｘ４）和健康状况（Ｘ６）同样可以作为农户

福祉的重要影响因素（崔红志，２０１５），对保护行为产生积极影响。“地理位置”也对“农户总福祉”

产生正向显著影响（路径系数为０．２５６，ｐ＝０．００２＜０．０５），也就是说，保护区外的农户家庭总福祉

要显著高于生活在保护区内的农户，这也再次证实了本文假设３。“地理位置”对“保护行为”的间

接路径：“地理位置”→“农户总福祉”→“保护行为”的路径系数为０．１８５（０．２５６＊０．７２１＝０．１８５），

在５％显著水平上正向影响。

综上所述，通过不同组别农户福祉的卡方检验以及整体样本的结构方程模型拟合分析，本文

假设１－假设７，均得到肯定性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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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结论
本文通过陕西、云南以及黑龙江三省７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的１１０６份有效调查

农户数据，以联合国千年生态系统评估提出的人类福祉框架为基础，构建了中国自然保护周边
社区农户福祉指标体系并给予量化。在文献综述基础上，本文提出了７个假设。为了检验假设
的真伪，本文应用结构方程模型（ＳＥＭ）拟合了环境依赖、农户总福祉以及保护行为之间的逻辑
关系，同时应用方差分析（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检验了不同组别（保护区内外组和不同收入组）
农户总福祉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保护区农户总福祉得分为３．６６，其中物质福祉得分为

４．１４，安全福祉得分为４．３８，健康福祉得分为４．０８，社会关系福祉得分为３．６６，选择和行动自
由福祉得分为２．０４。对于保护区周边社区的农户来讲，“环境收入”对“农户总福祉”的直接影
响系数为０．５６１，且显著正相关（Ｐ＜０．００１）；“环境收入”对“保护行为”的总的影响系数为

０．５９４，且显著正相关（Ｐ＜０．００１）；“农户总福祉”对“保护行为”的直接影响路径系数为０．７２１，
且显著正相关（Ｐ＜０．００１）。与保护区内的农户家庭相比，保护区外的农户环境收入和农户总福
祉更高，且在１％水平上显著。与总收入较低的农户相比，总收入较高的农户总福祉更高，但环
境依赖度较低，而且二者在１％水平上显著。

（二）政策启示

１．要持续完善保护区周边社区基础设施建设。
根据表３的方差分析结果，选择与行动自由的福祉（ＨＷＳ－ｃｈｏｉｃｅ）为２．０４，保护区内为１．９４，

保护区外为２．２５，且在１％水平上具有显著差异。与保护区外社区基础设施建设自由程度（Ｅ３）福
祉（２．１７）相比，保护区内得分为１．８３，且在５％显著水平上有差异。此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目前保
护区周边社区基础设施建设和服务水平较低。未来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过程中，提升周边社
区农户福祉是重要的一个环节，特别是保护区内社区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是重中之重（彭代
彦、赖谦进，２００８）。根据现行《中国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中第十四条规定，“确定自然保护
区的范围和界线，应当兼顾保护对象的完整性和适度性，以及当地经济建设和居民生产、生活的需
要”。因此，对于新时代中国自然保护区建设而言，要把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放在优先考虑的位
置，从生态－社会－经济复合系统角度解决问题，地方政府和保护区管理部门要根据保护区周边
社区生产生活实际情况，在遵守现行法律法规基础上，优化和调整保护区功能区建设，继续完善基
础设施建设，提升周边社区农户生产生活福祉。

２．要针对不同群体农户，积极开展环境收入干预措施。
本文的假设１和假设２得到证实后，表明环境收入均在１％水平显著正向影响农户福祉和保

护行为，因此，积极增加农户的环境收入是提升保护区管理效果的有效手段。由表６和表７可以看
出，环境收入在保护区内外组和不同收入组都表现出在１％水平上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０１），本文分
析的三种干预措施中，获取生计项目以及现金扶持在不同组别中均具有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０１），
拓展产品售卖渠道在不同组别中均较少，没有显著性差异（ｐ＞０．１）。因此，地方政府部门要有计
划地帮扶保护区周边社区开拓多销售渠道，比如传统媒体兼新媒体同时宣传等。有计划地通过技
能培训，考虑个人特征、家庭特征以及地理因素等为不同群体农户找到合适的替代项目并付诸实
施，增加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经营活动的环境收入，有文献指出大量生计替代项目都是在资助结束
后才开始失败的。这是因为他们没有支持超过试点阶段，其后，没有足够的收入来维持运行成本。
因此，根据不同群体开展现金扶持（比如小额贷款）的干预措施，也是有必要的。总之，积极开展环
境收入干预措施，可提升农户福祉和保护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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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要积极探索并落实保护区野生动物肇事补偿机制。
从表３的分析结果中，我们可以得出，农户安全福祉中人身安全福祉（Ｃ１）在保护区内外组和

不同收入组均具有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这说明保护区内社区发生野生动物伤人概率要显著高
于保护区外社区。现实中发现，保护区内野生动物肇事已经威胁到社区农户人身安全，特别是大
型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伤人事件。比如在西双版纳亚洲象保护区内，亚洲象、灵长类动物进社区伤
人时有发生，如何防止亚洲象进村、如何在其伤人后能及时获取较为合理的补偿，这些措施机制还
有待完善。然而，随着自然保护区生态效应越来越好，非重点保护动物野生种群越来越多，比如野
猪伤人如何进行补偿？目前我国各地保护区管理部门以及当地政府缺乏非重点保护动物伤人的
经济补偿机制。同时，在中国绝大部分自然保护区周边，非重点保护动物（比如野猪、野兔等）损害
庄稼已经成为常态，但周边社区农户没有得到经济补偿，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农户福祉和保护
行为。因此，当前在国家自然保护地体制改革进程中，积极探索有效的野生动物肇事补偿机制（比
如引入商业保险模式，完善补偿机制），同时开展防范野生动物人身安全教育及防范野生动物损害
农业生产宣传教育。当然，最重要的是及时落实经济补偿，这都是改善保护区周边社区农户福祉
以及增强其保护行为的必要前提。

诚然，本文也有不足之处。主要在于数据获取的局限性，我们仅仅测量了自然保护区周边社
区的福祉，以及验证了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的环境收入、农户福祉以及保护行为之间的关系。但
是距离保护区外围较远的农村社区并没有涉及，当然本文也没有作对比分析。限于篇幅，本文也
没有展开单项福祉的研究。此外，对自然保护区干预措施效果的评估，即干预措施效果对农户福
祉以及保护行为的影响研究，作为本文的延续方向，也是我们接下来重点开展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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